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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综合考虑地区创新依赖多维要素的基础上，将地区交通设施与经济距离纳入垂直创新理论，探
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创新的影响作用。 利用 １９９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２９ 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检

验，回归结果显示：（１）等级公路密度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各地区创新水平，且在靠近经济前沿的地区中具有更

强的促进作用。 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 （２）竞争带来的企业进入与退出在等级公路密度

影响地区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作用，且企业进入带来的中介效应更强。 （３）企业进入与退出的中介

效应对于距离经济前沿较近地区的作用更大。 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增长背景下，这一结论为距离经济前沿程

度不同的经济体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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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交通基础设施被认为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１］。 快捷、安全地与其他地区联通接轨

不仅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与时间成本，也加快了地区部门之间的市场准入［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在质量方面也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在 ４０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等级公路占比从 ５７％提高到 ９６. ４％以上。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交通基础设

施的改善是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３ ５］。
然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并未让所有地区受益。 Ｆａｂｅｒ［６］ 发现，尽管中国高速公路有助于将大

中城市连接，但是交通网络连接却导致非目标周边县的 ＧＤＰ 增长下降。 卞元超等［７］ 的研究表明，高
铁开通能够促进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的开展，但对中西部城市创新影响并不显著。 为何交通基础

设施对欠发达地区影响不显著？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集聚效应的作用，即集聚效应强化了核心地区的

优势地位，同时也造成了非中心地区的要素流失。 然而，这一解释忽略了经济距离与企业进入异质性

关系的事实。 地区创新不仅依赖溢出效应，而且与企业进入带来的竞争相关［８］。 与远离经济前沿的

地区相比，竞争对于距离经济前沿较近的发达地区更重要。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由地理壁垒造

成的市场分割逐渐被打破，便利了企业的跨地区市场进入，加剧了地区市场竞争。 距离经济前沿较近

的部门可以通过创新来逃避竞争，结果是更高的进入威胁导致更密集的创新活动；而远离经济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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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没有希望战胜潜在进入者，结果是进入威胁导致企业减少研发投资。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疑惑，
需要将经济距离纳入交通基础设施与地区创新的研究框架。

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将交通基础设施纳入内生增长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承担着生产性公共

品的功能，而且是影响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 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的创新效应随着地区接近经济

前沿而增加。 这是因为：在一国内部，越接近经济前沿地区，因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而产生的逃避竞

争效应越强；反之，当距离经济前沿地区较远时，因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而产生的打击效应越强。 因

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创新效应取决于距离经济前沿地区的程度。 其次，在实证上本文使用全国省级面

板数据作为检验理论部分的证据，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地区创新水平，且距离经济前沿

地区越近，创新效果越显著。 进一步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企业进入更有利于距离前沿

较近地区的创新，而对距离前沿较远地区的作用较小。
本文的研究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文献：
第一，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与创新及经济增长的最新文献。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

直是学者研究的话题［９ １０］，近年来这一趋势向交通基础设施与生产率及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转变。 Ｇｈａ⁃
ｎｉ ｅｔ ａｌ． ［２］的研究显示，印度高速公路项目的实施增加了进入者数量，进而推动了产出与配置效率的提

高。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ｅｔ ａｌ． ［１１］研究发现，州际公路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概率，原因在于道路里程增加了创新者从

当地但更遥远的相邻地区获取知识投入的可能性。 此外，诸竹君等［１２］与卞元超等［１３］分别从微观与宏观

层面验证了中国城市高速铁路的开通存在显著但有差异的创新效应。 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东部地区城市

创新活动的开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活动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在原有的文献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认为

交通基础设施对创新的影响取决于距离经济前沿地区的程度。
第二，本文与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４］的研究相关。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４］认为，随着企业接近于技术前沿，进入

对于创新更加重要。 模型研究表明，进入对前沿部门的激励效应更强，而对落后部门的打击效应较明

显。 因此，越接近前沿，促进竞争的政策带来的创新效应越大。 相比之下，本文的模型进一步将地理

距离、地形特征等自然壁垒作为影响企业进入的要素，将交通基础设施的约束纳入模型，即本文不仅

关注企业进入对地区创新的影响，而且关注经济距离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地区创新差异。
第三，本文的研究还涉及前沿距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文。 经济距离被广泛认为是采取不同经

济增长策略的重要因素［１５ １９］。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１９］认为，距离经济前沿越远，地区的部门生产率水平越

低，通过模仿已有技术能够较快地实现经济增长，此时将前沿技术实现转移的投资型策略更优。 当地

区已经接近前沿时，技术追赶的空间较小，继续模仿已有技术无法推动前沿部门进步，此时鼓励前沿

创新的策略更加适宜。 本文认为，在考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时需要将经济距离纳入。
综上所述，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交通基础设施、经济距离纳入统一

的创新理论框架，为现有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现有文献集中于考察高速公路、高速铁

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开通带来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探讨了公路密度扩张的创新效应与

路径。 第三，本文区分了地区经济异质性，从交通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异质性双重维度为实现地区长

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指导。
二、 理论模型

（一） 模型框架

经济体由三个部门组成：最终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与研发部门。 最终产品部门与研发部门为

完全竞争部门，中间产品部门为垄断竞争部门。 生产由两部分构成：生产要素与生产率。 生产要素的

投入不仅包括基本的劳动力与中间品投入，也包括公共品投入，在这里本文主要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

作用。 技术进步是影响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在这里本文假设技术进步存在“哈罗德中性”，即它是劳动

增强型技术进步。
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需要着重说明。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两种渠道起作用：首先，交通基础设施是

政府提供公共品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点。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直接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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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与外部企业的市场进入密切相关。 企业的生产函数拓展为：

Ｙｔ ＝ Ｇ１－α
ｔ ∫１０ Ａ１－α

ｉｔ ｘα
ｉｔｄｉ （１）

其中，ｔ 表示时间，Ｇ ｔ 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数量，Ａｉｔ 表示劳动增强型技术参数，ｘｉｔ 表示私人提供的中

间品数量。为了简便考虑，本文将劳动力数量标准化为 １。遵循 Ｂａｒｒｏ［２０］ 的做法，本文将交通基础设施

的指数确定为１ － α， 在生产利润与中间品垄断者利润最大化的共同作用下求得垄断利润：

πｉｔ ＝ πＡｉｔＧ ｔ ＝ １
α － １( )α

２
１－αＡｉｔＧ ｔ （２）

（二） 不同部门类型企业的技术进步

现有企业分为两种不同部门类型的企业：“并驾齐驱”型与“非平衡发展”型。 “并驾齐驱”型部门

中的每个企业都与其他企业具有相同的技术标准，而“非平衡发展”型中的在位领先企业的生产率领

先同一行业中其他竞争者一步。 前沿技术的生产率按照 Ａｔ ＝ γＡｔ －１， 以不变的速度变化。 其中

γ ＝ １ ＋ ｇ ＞ １，表示前沿技术的变化幅度。ｔ 期技术落后的中间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率 Ａｔ ＝ Ａｔ －１，ｔ 期技

术领先者的生产率水平 Ａｔ ＝ Ａｔ。每一次技术创新的成功都会使生产率质量提升 γ 个单位。企业研发成

本 Ｒ ｉｔ ＝ Ａｉｔμ２
ｉｔ ／ ２。

（三） 外部企业进入分析

中间产品生产者面临外部企业进入的竞争威胁。 外部企业进入率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地理

距离、地势条件及交通运输状况带来的自然壁垒与地区内部政策、制度等带来的制度性壁垒。 假设外

部企业进入的概率为 ｐ。 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缓解自然壁垒带来的进入障碍，增加外部

企业进入的概率，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性壁垒（ Ｉ）与企业

进入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
∂ｐ
∂Ｇ ＞ ０； ∂ｐ

∂Ｉ ＜ ０ （３）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进入率是自然壁垒与制度壁垒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畅通的交通提高了企业进

入率，但倘若地方保护增强，那么企业进入率会被削弱。因此，企业进入率的函数形式可以表示为 ｐ ＝

ｐ Ｇ
Ｉ( )。

不同类型的在位企业在面对新企业进入时呈现出不同的创新选择。 新企业如果成功进入并与本

地区生产率较低的在位企业竞争，那么新进入企业将最终替代在位企业并垄断整个市场，成为新的在

位企业。 倘若外部企业成功进入并与相同生产率的在位企业竞争，结果会因“伯川德竞争”使二者利

润为零。 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外部企业可以通过信息收集等方式充分掌握准备进入地区的企业生

产率水平。 显然，只有当在位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低于技术前沿时，那么进入才会有利可图。 如果在位

企业的生产率已经处于技术前沿，那么进入就不会发生。
（四） 均衡创新概率

根据前面的假设，不同类型的企业在面临外部竞争时采取不同的创新策略，接下来进行具体

分析。
首先，考虑非平衡发展部门中技术追赶型企业。假设 ｔ期追赶型企业的创新概率为 μ１，ｔ，此时，只要

有外部企业进入，那么在位的追赶型企业的利润为零。在外部企业不进入的情况下，根据式（２） 可知，
在位企业的创新利润为 πＡｔＧ ｔ；倘若外部企业不进入，且在位的追赶型企业也不进行创新，那么此时它

的利润为 πＡｔ －１Ｇ ｔ。由于创新的成本为 Ａｔ －１μ２
１ ／ ２，最终 ｔ 期追赶型企业的利润∏１，ｔ

可以表示为：

∏１，ｔ
＝ （１ － ｐ）μ１，ｔπＡｔＧ ｔ ＋ （１ － ｐ）（１ － ｕ１，ｔ）πＡｔ －１Ｇ ｔ － Ａｔ －１μ２

１，ｔ ／ ２ （４）

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可以求出 ｔ 期追赶型企业创新概率 μ１，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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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１，ｔ ＝
（γ － １）（１ － ｐ）πＧ ｔ

ｃ （５）

与落后企业不同，只要“并驾齐驱” 型企业进行创新，那么外部企业的进入概率为零，此时创新带

来的利润为 πＡｔＧ ｔ；如果“并驾齐驱” 型企业不创新，同时出现企业进入，那么此时的利润为零；如果前

沿企业不创新，而外部企业也不进入，那么“并驾齐驱” 型企业依旧存在原有的市场利润，其值为

πＡｔＧ ｔ。此外，前沿企业创新的成本为 Ａｔμ２
１ ／ ２。根据上述分析，ｔ 期前沿企业的利润∏２，ｔ

为：

∏２，ｔ
＝ μ２，ｔπＡｔ ＋１Ｇ ｔ ＋ （１ － ｐ）（１ － ｕ２，ｔ）πＡｔＧ ｔ － Ａｔμ２

２，ｔ ／ ２ （６）

利润最大化条件下，ｔ 期前沿企业的创新概率 μ２，ｔ 为：

ｕ２，ｔ ＝
（ｐ ＋ γ － １）πＧ ｔ

ｃ （７）

交通基础设施与地区创新关系如何？假设在某一地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比率为 ｈ，生产率较高企

业的占比为 １ － ｈ，结合式（５） 与式（７），本文将地区合成的创新概率表示为：

ｕｔ ＝
πＧ ｔ

ｃ （ｐ ＋ γ － １ － ｈγｐ） （８）

根据式（８），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交通基础设施引致的创新效果取决于合成效应的大小。 若打击效应较小，那么地区创新

与交通基础设施存在正相关关系。
再次利用式（８），对 Ｇ 与 ｈ 求二阶混合偏导，得：
∂２μｔ

∂Ｇ ｔ∂ｈ
＜ ０ （９）

由式（９） 可知，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创新的影响依赖经济距离。经济距离越远，ｈ 比重越大，那么

交通基础设施的创新效应越低；反之，如果越靠近经济前沿，那么交通基础设施的创新效应越强。
为了更好地理解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距离双重作用对地区创新的影响，以及不同经济距离下的

作用机理，接下来本文将从接近经济前沿与远离经济前沿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详细阐述。
首先，在式（５）基础上，求出交通基础设施的导数：
∂ｕ１，ｔ

∂Ｇ ｔ
＝ （γ － １）π

ｃ ［（１ － ｐ）}

规模效应

＋ （ － ｄｐ ／ ｄＧ ｔ） × Ｇ ｔ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熊彼特效应

］ （１０）

由式（１０）可知，交通基础设施对追赶型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市场规模效应与熊彼特效应两种相

反力量的作用。 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刺激了地区市场需求并带动生产的增长，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降

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扩大了企业市场规模与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外部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依赖交通枢纽的

畅通，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了外部企业进入的概率，加剧了与本地区在位企业的竞争。 如果本地区

在位企业落后于进入企业，那么进入威胁会打击在位企业的创新，这是熊彼特效应的体现。
接下来分析经济前沿地区的创新，利用式（７）求出创新率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导数：
∂ｕ２，ｔ

∂Ｇ ｔ
＝ π

ｃ ［（ｐ ＋ γ － １）üþ ýï ï ï ï

规模效应

＋ （ｄｐ ／ ｄＧ ｔ） × Ｇ ｔüþ ýï ï ï ï ï

逃避竞争效应

］ （１１）

式（１１） 等号右边方括号内第一项（ｐ ＋ γ － １） 是一个大于零的常数，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带动的经济

增长效应，并为企业的创新提供市场规模与创新租金。结合式（３），可以判断出等号右边方括号内第二项

也大于零，这是前沿部门逃避竞争效应的体现。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激励了前沿部门的创新。
结合上述分析结果可知，交通基础设施对创新的影响取决于经济距离，差异出现的原因在于外部

企业进入的不同反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与假说 ３。
假说 ２：距离经济前沿越近，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越能够提高地区创新率。
假说 ３：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快了外部企业的进入与退出，距离经济前沿越近，企业进入与退出

—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带来的创新效应越强。
三、 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 γｉＸ 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２）
其中，ｉ 表示地区，ｔ表示时间，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表示 ｉ地区 ｔ年的创新情况，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代表 ｉ地区 ｔ年的等级

公路密度，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表示经济距离，Ｘ ｉｔ 表示影响创新的控制变量，μｉ 为地区固定效应，ηｔ 表示时间固定

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上文假说， 本文在模型（１２） 的基础上加入了等级公路密度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模型拓展为：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 β３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 γｉＸ 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３）
如果系数 β３ 显著为正，则说明距离经济前沿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创新效应。
（二） 变量设定

第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人均专利申请授权量（Ｐａｔｅｎｔ）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采用该变量的

原因在于：其一，专利是创新过程中第一阶段即发明的成果体现；其二，专利数据容易获得［２１］。
第二，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大多数采用公路、铁路密度或里程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代理变

量，这些文献的缺点在于仅仅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数量，而忽略了道路质量，这会导致遗漏变量带来

有偏估计的风险。 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采用等级公路密度作为主要解释变量（Ｒｄｅｎｓｉｔｙ），等级公路

密度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计算：

等级公路密度 ＝ 等级公路里程
公路里程

× 公路里程
地区面积

（１４）

该等式右边第一部分反映了地区交通的质量状况，等式右边第二部分反映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数

量。 这说明等级公路密度能有效地将道路数量与质量结合起来。
本文另外一个解释变量为经济距离。 参照已有文献［１８］，采用地区实际人均 ＧＤＰ 与当年前沿地区

人均 ＧＤＰ 的比值（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来衡量经济距离。
第三，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市场一体化程度（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人力资本（Ｅｄｕ）、研发

投入（Ｐｒｄ）、政府支出（Ｆｉｎａｎｃｅ） 及产业结构（Ｎａｇｒｉ）。首先，市场一体化程度。参照已有文献［２２ ２４］，本
文采用价格法测度各省级单位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为了便于计算，结合吕冰洋和贺颖［２５］ 的方法，对所

有的市场分割指标统一乘以 １００。其次，人力资本。地区受教育年限（Ｅｄｕ） 更能全面体现出人力资本的

质量。参照陆铭和陈钊［２６］ 的算法，本文计算出每个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并最终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

变量。再次，研发投入。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全时研发人员数量（Ｐｒｄ） 作为

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最后，本文还选择了财政支出占比（Ｆｉｎａｎｃｅ） 和非农产业与 ＧＤＰ 之比（Ｎａｇｒｉ）
来分别控制政府支出和产业结构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Ｍａｘ

Ｐａｔｅｎｔ ８９９ ４． ５９０ ９． ４２０ ０． ０３７ ７４． ４００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８９９ ０． ５１５ ０． ４５１ ０． ０１２ ２． １０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８９９ ０． ３６０ ０． ２２０ ０． ０７６ １． ０００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８９９ ０． ２５３ ０． ３６２ ０． ００３ ２． ０７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８９９ ０． ０５６ ０． １０８ ０． ００１ １． ８５０
Ｅｄｕ ８９９ ８． ０９０ １． ３２０ ０． ７８７ １２． ７００
Ｐｒｄ ８９９ ２． ５００ ３． ２８０ ０． ０１５ ３１． ２０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８９９ ０． １７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４９ ０． ６４３
Ｎａｇｒｉ ８９９ ０． ８４６ ０． ０９０ ０． ５５４ ０． ９９７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 到 数 据 可 得 性， 本 文 涵 盖 了

１９９３—２０２０ 年除西藏与重庆以外中国内地

２９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
提供了本文中绝大多数变量的数据。 其

中，地方市场分割程度利用该数据库中的 ９
类商品价格指数计算得出。 此外，进入与

退出的相关数据主要通过爱企查数据库查

找得出。 表 １ 对本文的变量进行了基本的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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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２． ２９８∗∗∗ １２． ９９４∗∗∗ １０． ３５４∗∗ ７． ０５８∗∗

（２． ７８３） （２． ８２２） （３． ８４０） （２． ６８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２． ０６３ １３． ７２７ １９． ０７７ １７． ９０５
（７． ４３０） （９． ３４５） （１４． １４０） （１２． ２０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３． ０７８∗

（１． ７６７）

Ｅｄｕ
１． ３７７

（０． ９０８）

Ｐｒｄ
２． ４４４∗∗∗

（０． ３８３）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３． ３５２
（１４． ７８４）

Ｎａｇｒｉ
－ ３９． ８４４∗

（１９． ５７５）

常数项
－ ６． ０８７∗∗∗ － ７． ０４５∗∗ － ７． ４４６∗ １２． ３９４
（１． ８６４） （２． ９６０） （４． ３３６） （１３． ５５０）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Ｎ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Ｒ２ ０． ４４８ ０． ４４８ ０． ５７２ ０． ６９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数值均为地区与年份维度的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表 ３　 加入交互项的回归分析

变量
（１）
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Ｐａｔｅｎｔ

（４）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０． ７８７ － ３． ３６５ － １４． ８７６∗∗∗ － １４． ０６６∗∗∗

（４． ４６６） （５． ２０９） （５． ３６６） （４． ７７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２． ２５２ ３． ５９２ － １． ６７４ － ７． ２５６
（３． ８２１） （８． ４１３） （１１． ６７８） （１３． ２３９）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６． １３６∗∗∗ ２９． ９８３∗∗∗ ３７． ４８７∗∗∗ ３２． ４５４∗∗∗

（８． ９４２） （８． ８８９） （８． ３８２） （８． ５６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０． ７８８
（１． １２５）

Ｅｄｕ
０． ６７３

（０． ５７４）

Ｐｒｄ
１． ５６６∗∗∗

（０． ４２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６． １５２∗

（１３． ４４３）

Ｎａｇｒｉ
１０． ０７０

（１１． ２０９）

常数项
－ ０． ８０８ － ２． ５６０ ０． ６７１ － ７． ９３６
（１． １５４） （２． １５２） （３． ４３４） （８． ３０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０． ０３ ０． １１２ ０． ３９７ ０． ４３３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Ｎ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Ｒ２ ０． ５６５ ０． ５６５ ０． ７３０ ０． ７６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数值均为地区与年份维度的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分析

表 ２ 展示了对式（１２）的估计结

果。 列（１）结果显示，等级公路密度

的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经
济距离与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

显著。 这表明等级公路密度的提升

增加了创新的概率。 列（２）在列（１）
的基础上增加了地区固定效应，结果

显示等级公路密度依然与创新显著

正相关，说明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

量并未对核心解释变量产生冲击。
在回归项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后，结果

变化不大，但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有

所下降。 列 （１） 至列 （３） 的结果表

明，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

应并不影响等级公路密度与创新的

正向关系，假说 １ 得到检验。
表 ２ 列（４）还将其他影响地区创

新的因素考虑进来。 结果显示，加入

其他控制变量后，等级公路密度的影

响系数从 １０. ３５４ 下降到 ７. ０５８。 这意

味着人均专利申请数量下降了 ３１％。
然而，将控制变量考虑进来后，可决系

数从 ０. ５７２ 上升至 ０. ６９２，拟合优度得

到优化。
表 ３ 列出了对模型（１３）的估计结

果，除了引入等级公路密度与经济距

离的交互项之外，列（１）至列（４）的模

型回归分析结构与表 ２ 类似。 列（１）
结果显示，等级公路密度与经济距离

交互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距离经济前沿越近，等级公路

密度对地区创新影响越强。 尽管这一

结论与假说 ２ 一致，但结果显得过于

乐观，因为经济距离只要高于最前沿

地区的 ３％，等级公路密度就存在显著

的创新效应，而样本中所有地区距离

经济前沿都高于 ７％。
引入地区固定效应后，列（２）结果

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
只是阈值提升到 １１. ２％。 除了 ２００８ 年

之前的贵州省与甘肃省以外，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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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经济前沿的比重都超过这一值。 列（３）显示，在控制时间效应之后，交通基础设施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的阈值达到 ３９. ７％。 最后，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之后，拟合优度得到提高的同时，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

正，且经济距离的阈值达到 ４３. ３％。

图 １　 创新密度与距离经济前沿程度

上述的分析结果表明：（１）等级公路密度的提

升促进了地区创新。 这与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ｅｔ ａｌ． ［１１］的结论

相一致。 （２）由于经济距离不同，等级公路密度的

创新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可以从图 １ 中看

出。 图 １ 中实线展示距离经济前沿比值低于均值

的等级公路密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虚线描绘的是

距离经济前沿程度高于均值的地区中等级公路密

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显然，实线的斜率小于虚线

的斜率，这反映了越接近于经济前沿，逃避竞争效应

越明显，等级公路密度的创新效果越强。 而距离经

济前沿较远的地区，熊彼特效应弱化了最终的创新

效果。 （３）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

扶持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在一国内部各地区“诸侯割据”的经济行为对创新具有阻碍作用。
（二） 内生性处理

固定效应模型虽然能够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带来的系统性偏差，但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

及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依旧没有处理。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识别等级公

路密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Ｒｅｄｄｉｎｇ［２７］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进行综述，并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方法：利用计划路线作

为工具变量、利用历史路线的工具变量以及无关紧要地点的工具变量。 参照已有文献［１］，本文选取地

理信息中的地形起伏度（Ｓｌｏｐｅ）与历史中各省驿站数量的均值（Ｓｔａｔｉｏｎ）作为地区公路密度的工具变

量。 地形起伏度与各省驿站数量的均值都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生性两方面的要求。
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等级公路密度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除需要考虑公路密度的内生性问

题之外，也需要给经济距离找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然后将两个变量相乘最终形成交互项的工具变量。
参照 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ｅｔ ａｌ． ［１８］的做法，以经济距离的二阶滞后项作为经济距离的工具变量。 最终交互项

的工具变量构造形式为：
ＩＶ１ ＝ Ｓｌｏｐｅｉ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２ （１５）
ＩＶ２ ＝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２ （１６）

表 ４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第二阶段
Ｐａｔｅｎｔ

第一阶段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第二阶段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Ｖ１
－ １． ６０７∗∗∗

（０． ０３３）

ＩＶ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６． １４３∗∗∗ １６６． ９∗∗∗

（１２． ２９７） （４４． ０９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８４１ ８４１ ８４１ ８４１
Ｆ 统计量 ２４． １４２ １１． ２７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均为地区与

年份维度的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表 ４ 展示了工具

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

中发现：在第一阶段两

个工具变量均有效，且
Ｆ 统计值显示拒绝弱

工具变量的假设；在控

制内生性变量后，交互

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表明，在有效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与

地区固定效应之后，等
级公路密度对于经济

前沿地区存在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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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创新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用人均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Ｐａｔｅｎｔ２）替换被解释变量再次回归，结果如表

５ 列（１）所示。 可以看出，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与地区固定效应之后，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人均发明
专利受理量

（２）
等级公路里程
与经济距离

（３）
控制地区
铁路密度

（４）
剔除直辖市

样本

（５）
五年时间段

回归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５６． ００６∗∗∗ ３２． １２１∗∗∗ ５７． ６４７∗∗∗ ３５． ６∗∗∗

（１４． ０８９） （９． ０９０） （１２． ４９２） （１１． ６７８）

Ｒｏａｄ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０６ ２０３
Ｒ２ ０． ８１１ ０． ７２４ ０． ７７０ ０． ７８３ ０． ７９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均为地区

与年份维度的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第二，替换解释变

量。 用等级公路里程

替换等级公路密度，并
与经济距离相乘建立

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 表 ５ 列（２）结果

显示，等级公路里程与

经济距离的交互项系

数依旧显著为正，表明

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

定的稳健性。
第三，加入控制变

量铁路密度。 表 ５ 列

（３）结果显示，在控制

铁路密度后，交互项系数在 １％水平下依旧显著。
第四，剔除直辖市样本。 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２８］。 为了排除扰

动项中政治因素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参照 Ｆａｂｅｒ［６］的做法，剔除直辖市样本。
表 ５ 列（４）显示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第五，五年时段的回归结果。 Ｂａｒｒｏ［２９］认为，年度频率数据上的关系很可能受控于错误时间模式

设定，导致测量误差的出现。 本文将原有的年度时间段调整为五年的时间段，表 ５ 列（５）的结果再次

论证了交互项与地区创新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６　 机制检验：进入与退出

变量
（１）
Ｎｅｗｅｐ

（２）
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Ｅｘｉｔ

（４）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５． ４３３∗∗∗

（３． ９０７）
５． ２０２∗∗∗

（０． ９７４）
４． ５１２∗∗∗

（１． １５２）
６． ３０６∗∗∗

（０． ９８２）

Ｎｅｗｅ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８）

Ｅｘｉｔ ０． １６７∗∗∗

（０． ０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Ｒ２ ０． ７７９ ０． ７９４ ０． ８０８ ０． ７８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数值均为地区与年份维度的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五、 作用机制分析：进入与退出视角

根据假说 ２，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不

仅有利于打破自然壁垒，降低企业进入成

本，同时还增加了在位企业的竞争，促使

企业退出的速度加快。 企业进入与退出

所展现的创造性破坏可能是交通基础设

施影响创新的重要路径。 为了探究这一

机制，本文首先利用历年各地区新建企业

的数量与当年退出营业的企业数量作为

创造性破坏的代理变量，并运用 Ｓｏｂｅｌ 检
验法分两个阶段考察公路密度、企业进入

与退出及地区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 ６
汇报了利用该方法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 ６ 第（１）列考察了等级公路密度对

企业进入的影响，第（２）列展示了以专利

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进入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本文发现道路密度显著增加了地区内

企业进入的数量，而企业数量的增多带动了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这与 Ｇｈ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２］ 的实证结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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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表 ６ 第（３）列和第（４）列考察了以企业退出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第（１）列和第（２）列结

果类似，等级公路的密度提升促使企业退出的数量增加，而退出的加快也显著带动地区创新。 然而，
与新企业进入活动相比，公路密度的提升通过企业退出活动所带来的创新效应相对较小，后者间接效

应占比 １０. ６４５％ 。 这说明公路密度主要通过增加企业进入的渠道引致创新，假说 ３ 得到检验。
尽管表 ６ 的结果说明企业进入与退出的路径促进了地区创新，但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证明公路密

度与地区创新之间在距离经济前沿较近地区中存在正向关系源于企业进入与退出的作用。 为此，本
文参照 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ｓｓｏｎｏｖａ［８］的做法，分别将企业进入与退出以及二者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加以控

制。 一方面，如果在控制这些变量之后，等级公路密度与距离经济前沿的交互项系数变小且显著，说
明企业进入与退出间接地稀释了距离经济前沿的创新效应，也就能够解释以企业进入与退出表现的

竞争机制对于前沿地区创新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如果加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也能够证明企业

进入对于经济前沿具有增强作用。 本文以进入为例，将企业进入及企业进入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引

入式（１３）可得：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Ｒ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 β３Ｒ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γｉＸｉｔ ＋ σ１Ｎｅｗｅｐｉｔ ＋ σ２Ｎｅｗｅｐｉｔ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７）
表 ７　 机制检验：前沿距离的异质性

变量
（１）
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１４． ０６６∗∗∗ － ８． ７２０ － １１． ３１２∗

（４． ７７６） （５． ２２３） （５． ８０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 ７． ２５６ － １５． ３１６∗ － １８． ３４８∗

（１３． ２３９） （８． ８５１） （１０． ０９５）

Ｒ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２． ４５４∗∗∗ ２０． ９３７∗∗ ２４． ７１７∗∗

（８． ５６２） （８． ３４０） （９． ５７２）

Ｎｅｗｅｐ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６８）

Ｎｅｗｅｐ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 ３３９∗∗

（０． １２８）

Ｅｘｉｔ
－ ０． ２７９∗

（０． １５８）

Ｅｘｉｔ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 ８７０∗∗

（０． ３８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８９９ ８９９ ８９９
Ｒ２ ０． ７６６ ０． ８２５ ０． ８０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数值均为地区与年份维度的聚类异方差稳健标

准误。

表 ７ 汇报了式（１３）分别加入企业进入、退
出及其与经济距离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列（２）
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企业进入及企业进入与经济

距离的交互项之后，核心解释变量公路密度与

经济距离的交互项系数变小，且在 ５％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 列（３）的结果与列（２）一致。 上述

分析与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３０］ 的理论一致，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３０］认为，竞争对于前沿部门更加重要。 因

此，以企业进入与退出为表现形式的竞争渠道

至少部分解释了密集的公路网络为何在发达地

区，而不是在欠发达地区可以更好地带动地区

创新。 当然，这一结果也可以从列（２）企业进入

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Ｎｅｗｅｐ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系数及

列（３）企业退出与经济距离的交互项（Ｅｘｉｔ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系数中进一步得到检验。

上述结果表明，等级公路密度的提高减少

了自然壁垒的阻碍作用，降低了企业进入的门

槛，加快了地区创造性破坏，为地区整体创新水

平及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动力。 因此，企业进

入与退出是等级公路密度促进地区创新的重要

渠道。
六、 结论

技术进步是一种双重现象［２３］，在不同发展

水平上可以依靠不同的策略。 远离经济前沿时，通过吸收前沿技术的投资型战略更能快速推动地区

经济增长。 随着地区逐渐接近经济前沿，它更加依赖于前沿创新，这意味着竞争与创造性破坏能更好

地刺激其向未知的领域探索。 本文将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视为缓解市场分割、促进市场一体化的互

补性手段，重新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与地区创新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时期，交通基础设施扮演着重要角色，等级公路密度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各地区创新水平；第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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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在靠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中具有更强的增长促进作用；第三，企业进入与退出是公路密度影

响地区创新的重要渠道。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为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欠发达地区的核心区域

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形成新的创新与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 （２）鼓
励企业进入和退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政府在积极完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同

时［３１］，也应该逐渐强化以 ５Ｇ、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以城市市政服务、
法制环境、产权保护等为代表的“软”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有助于吸引前沿企业的进入，促使生产率

较低的企业退出，同时也可以逐步培育出良好的创新环境，打造一批在技术前沿进行创新的企业。
（３）各地区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需与时俱进地结合经济发展程度综合考虑，“一刀切”的政策不可取。
经济前沿地区应努力培养前沿技术创新的能力，而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加强与前沿地区的互联互动，引
进模仿前沿的技术，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 （４）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除改善交通基础设

施以外，各地区应减少制度性壁垒约束，加快地区市场准入，形成有利于前沿创新的条件。
本文的模型与研究对象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丰富。 首先，本文重

点关注了自然壁垒对于距离经济前沿不同程度地区的创新效应，行政制度壁垒带来的影响值得进一

步尝试建模与研究。 其次，本文以各省作为研究样本，而以城市个体样本及微观企业样本数据作为实

证研究对象可能会产生新的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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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诸竹君，黄先海，王煌．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３ １６９．

［１３］卞元超，吴利华，白俊红． 高铁开通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 ［Ｊ］． 金融研究，２０１９（６）：１３２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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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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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Ｊ．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２，５：１４７ ２１７．

［２８］李侃如． 应对中国挑战：企业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９］ＢＡＲＲＯ Ｒ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１， １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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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ｐｌａｙ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ｆｅｒ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ｗａｙ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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